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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平气和 眼见为实——兼论对郑传寅教授戏曲论著的评价 
张一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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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虐的"非典"疫情给我带来了一段静心自学的难得时间,也算是件因

祸得福的事.偶读《文艺报》,发现黎山峣先生的一篇文章《对多家赞扬的异议

--评郑传寅教授的两本古典戏曲论著》.作为一个初涉戏曲的年轻人,除了必须

如饥似渴地学习先贤论著外,对于理论界最新的学术争鸣也十分感兴趣,此前我

并没有拜读过郑先生的两部大作,而看了黎先生的文章后,首先的感觉是黎先生

比较懂戏,对有些歪曲 误解戏曲的观点驳得也甚是有理,但同时也引发了我对

郑传寅先生的《传统文化与古典戏曲》（以下简称《戏曲》）、《中国戏曲文

化概论》（以下简称《概论》）这两部专著的兴趣，想看看里面到底都有些什

么问题。  

    有幸很快找到了《概论》一书和黎先生两年前发表在学术批评网

（http://www.acriticism.com）上的另一篇评郑著的文章，加上《概论》中

沈达人、吴志达两位先生的序，可以说我既找到了原著，又找到了“多家赞

扬”和对其的“异议”；多方参阅以后，得出了一些粗浅的认识。  

    关于中国戏曲的起源与形成，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概论》对

此立论的方法是先将成说一一列举，对有关俳优说、影戏傀儡说、梵剧外来

说、宗教仪式说等成因运用精确的理论界定和精确的时间考证，逐个分析它们

各自的不合理之处，同时又一再强调并非认定诸说与戏曲创生完全无关，只不

过都不是戏曲文化的惟一源头，这样的述评是令人信服的。有破必有立，分析

完众家成说后，郑先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不把目光局限在“惟一源头说”

上，指出中国戏曲是具有多元“血统”的文化形态并提出“远源”与“近源”

的概念，实际是对戏曲成因“综合说”的一种详尽阐释，的确符合中国戏曲文

化发展过程“山重水复”的客观实际——其发展脉络是复杂多元的；对戏曲何

以晚出和勃兴于元的原因，《概论》同样是在综合、取舍前人诸说后，提出了

不俗的见解，沈达人先生在《概论》的序言中即充分肯定了这部分的理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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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概论》在论述古典戏曲的审美形态时，涉及了戏曲理论批评史上的

众多论争，尤其是中西方数百年来对“中国是否有悲剧”的理论冲突。从亚里

士多德到恩格斯，西方戏剧理论对悲剧概念有过多元定义，但与中国戏曲的创

作实践都难以契合，《概论》巧妙地绕开了“中国是否有西方的悲剧”这一悖

论，提出东西方古典戏剧有不同的审美形态，跳出了惯性思维。  

    对于中国戏曲的时空观，《概论》中郑先生对元典文化的认识体会和

对众多剧作的结构分析中得出戏曲有以时制空甚至重时轻空的时空意识，并将

其与我国古典固有的生产方式联系起来，指出这一意识的形成与农耕文明有直

接关系，是颇有见地的。  

   《概论》一书中，郑先生全面采用了中西比较的方法，正如沈达人先生

在序言中说到：“各篇都在中国戏曲文化与西方戏剧文化的比较中展开，从不

同戏剧文化现象的对照，到产生它的不同哲学和美学观念、不同文化和社会背

景、不同生产方式的揭示……围绕古典戏曲这一中心，在比较中多侧面、深层

次地探索了它的规律和特点。”这是横向的比较。其实纵向上，郑先生对历史

发展、学术观点也作了许多有深度的比较分析，在比较中自然地显现出了自己

的观点。所以说中西结合、贯通古今，既是一种才华、一种对人的赞誉，也是

一种行之有效的治学方法，在这一点上，《概论》对后学也有很大的启发。 

     郑先生的《概论》其理论观点都是在丰富、严密的史料分析基础上

得出的，立论扎实有据；对文化成因不单从物质基础上找原因，更多的是从

“人本”心理学方面作分析，摈弃了庸俗社会学的陈旧判断，从戏曲的内在精

神中找规律，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概论》的初版是 1993 年发行的，历经十

年，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至今看来仍有新意。  

    因为我先看的是黎山峣先生的批评文章，所以在读《概论》一书时，

很自然地会带着黎文对其提出的质疑去寻找书里的毛病。读完最后的感觉是，

黎先生的立论、论述或者说对《概论》的“罪名宣判”都是“符合程序”的，

只是所提郑著中的“罪状”似乎是有失偏颇、不易成立的。  

    黎先生首先指出，郑著《传统文化与古典戏曲》中认为“戏曲在总体

格局上不越出封建艺术的范围”，是否定了古典戏曲中占主导方面的人民性和

民主性。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值得黎先生十分气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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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戏曲成熟于宋金时期，是确凿的封建时代的产物；不只戏曲，我

国几乎所有门类的传统文化都是如此，也都有精糟互见的“胎里疾”，时至今

日，我们往往也很难将它们的精糟精确地一分为二。也许传统文化中有的精华

与糟粕就是无法分清的。郑先生在《概论》一书中对这个问题解释的很是明

白：“古典戏曲是生长在我国封建社会的艺术样式”；“封建时代的艺术不完

全等于封建主义的艺术——尽管时代会在艺术身上留下印记”，这虽然是郑先

生对戏曲的看法，但也几可作为大家对传统文化接受态度的一种共识，假使以

此判定郑先生整体否定中国戏曲，这“罪”是判得太重了。“封建时代的艺

术”与“封建主义的艺术”毫无疑问应该是不同性质的概念，前者侧重发生的

时间背景，后者侧重所属的意识形态。当然，这两个概念有区别也有联系，如

郑先生所说的“不完全等同”，但“时代会在艺术身上留下印记”。即便是

“封建主义的”，也并非是一无是处，束缚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礼教，诚是精

神枷锁，但其中的“明礼”、“诚信”等思想，至今仍能对规范人们的言行和

正常的社会秩序起着不可估量的教化作用，所谓的“影响”也要从正反两方面

来考虑。同样，古典戏曲的民主性和人民性也要一分为二地看。清官戏的民主

性够强了，但其依托的还是期待着“有着明君的支持”这一虚伪的封建法制；

爱情戏的人民性够强了，但也不能不看到其中还是侵染着浓厚的节烈观。事实

上，郑先生在书中对古典戏曲的赞美与倾倒有时也掩盖了他对这些深层糟粕的

洞察力，仅从这个角度来说，郑先生与黎先生在对古典戏曲整个精华部分的肯

定上并没有多大的分歧，只是在认知的程度上前者更具理论性、深刻性，后者

略显浮泛性、表面性而已。  

    黎先生在文中批评郑先生否定戏曲程式，指其“将戏曲的表现形式与

戏曲内容混为一谈”。这也把问题看得过于严重了。戏曲的程式与戏曲的发

展，历来受到对戏曲革新有兴趣的人们关注。戏曲的程式是戏曲艺术创作实践

中的一种成果，只要有更好的表现程式，以前的旧程式就不是不可超越、不可

创新的。郑著中提出“戏曲程式和形同镣铐的诗词格律一样，折射出循礼守

制、不逾规矩的精神倾向”，是对戏曲程式文化蕴含的一种探析，如同韩愈推

出的古文运动一样，也并非全盘否定骈俪文的艺术贡献，只是要在作文精神上

免除束缚罢了，如果把程式视为一种精神枷锁，而不是艺术创造的“语汇”和

“部件”，那还真应该将其彻底粉碎掉。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斯坦尼斯拉夫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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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在看完梅兰芳的京剧表演后指出，中国戏曲表演是一种“有规则的自由运

动”，这才是戏曲程式的实际功用。郑先生也只是描述了一下程式的外观“形

同镣铐”，并没有无视程式的艺术功能，他对程式的认识还是相当辨证的（这

也是郑著看问题的一大优长）。同样，假如把古典戏曲的表演程式照搬到表现

现代生活的剧目里，可以想象是一种多么不协调的场景。说到郑著对戏曲程式

前有歌颂后有否定，这种评价其实也很正常。一种艺术形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

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程式作为一种审美掌握手段，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对的

稳定性，这对于后学的突破，不可否认地会制造一些障碍。戏曲作为一种活的

艺术形态，仍然具有审美的功能，在发展中改变程式，将来甚或“泯除”程

式，就历史规律来看，也不是没有可能的。郑先生引龚自珍《病梅馆记》对

“病梅”之美的解读以及龚氏关于这一审美取向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改变的论

断，论述戏曲程式的审美特征，应该说是恰如其分的。  

    中国古典戏曲中体现的时空意识也是多家关注的问题，理论界的看法

也不尽一致。“以时制空说”与“重时轻空说”是郑著中的创见，受到“多家

赞扬”的也主要是这部分。我所理解的郑先生的本意是将“重时轻空”视为我

国古人的一种思想倾向，这主要是从《易经》中得到例证的。古人对于时空的

重视程度也是相对而言的，郑先生说“重时轻空”，没有绝对说到古人只重时

间不重空间。黎先生针对这个问题，举马王堆曾出土精密的星相行度表为例来

说明古人对空间同样感兴趣，这其实没什么必要。陈景润院士研究歌德巴赫猜

想的成果在国际领先，但似乎没有几个中国人对这项研究有兴趣。一时代的科

研成就与一时代大多数人的兴趣取向恐怕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关键还在于郑

先生对此说的提出经过了周密的论证，是能够自圆其说的，黎先生只驳其论

点，而不顾其论述过程的合理性，难免有些断章取义之嫌，是难以令人信服

的。何况郑先生绝无提出“重时轻空说”就要所有学界中人统统俯首称是的意

思。黎先生倘若用一种平和的学术心态来研读，想也不会非要驳倒这个说法不

可。  

    郑先生的《戏曲》著述在《概论》之前，相关的理论观点可能有不一

致之处，作为学术著作，出现这样的情况很正常，因为每个学者的学术观点和

对问题的看法总是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的。黎先生在评论中有时会从《概论》中

和《戏曲》里找两句话作比较，借此得出其学术观点互相矛盾的结论，这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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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太充分，有断章取义之嫌。还有，黎先生指责郑著这一章戏曲有隆礼贵义的

道德倾向，那一章又说它有张扬异端的叛逆精神，说这是自相矛盾的。其实，

蕴涵复杂的古典戏曲中不但不同作品之间存在思想上艺术上的矛盾，即使是同

一作品中也经常存在，这就像前面所说的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之间的关系

一样，是不可能截然分开的，水至清则无鱼的道理大家都懂。同样，黎先生还

指责郑著前文说戏曲观察、评判生活用的是劳动大众之眼，后文又说戏曲属于

封建时代的艺术，不越出封建主义艺术的范围，前后不一致。这也不矛盾，若

非如此，古典戏曲还能体现出社会主义艺术特点不成。在学术论著中，辨证的

思维和论证不等于前后矛盾，前后矛盾和辨证毕竟是两回事。   

    总的来说，黎山峣先生过多地着眼于戏曲的外在形态，因此对郑著提

出的“异议”大多没能点中要害，难免令人遗憾。我觉得对学术观点的评价应

该有理、有据、有节，既作为争鸣的一家，又应该肯定、支持百家争鸣。攻其

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攻对了还好说，攻错了，非但对己不利，反而会增加

对方的知名度；在这方面损己利人，真是很不划算的。我与黎、郑两位先生素

不相识。此前也从没读过两位的著作，这次冒昧提出的几点想法，就权且作为

一个青年学子对良好文艺理论批评环境的一种向往和期待，请两位先生指正

吧。  

 

                         (《文艺报》2003 年 7

月 10 日第 3版“艺术周刊”)  

 




